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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外交与媒体1919 年日本报纸 

关于五四运动的报道研究 

王润泽 

摘要:五四运动时期，日本国内报纸用大量的报道构建了他们理解的五四运动。报纸在全方位报道的同时也有

相对集中的主题: 从巴黎和会刚开始时的中日亲善合作到“五四事件”前后中国激进派盲目“排日”、欧美人

士幕后操纵等。在整个事件中，媒体明显受日本政府立场左右，同时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有些许影响。虽然

个别知识分子能发出批评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声音，但这些声音在当时并不被重视。实际上，日本报纸关于

五四运动的报道与日本对华外交政策的变化、中国北京政府对日外交政策以及日美势力争夺在华权益等政治、

外交因素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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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国内媒体对中国五四运动报道的基本情况和特点，笔者在2009 年的一篇论文中已经有所涉及，笔者

在文中指出，日本“媒体反应相当迅速，它们运用先进的技术、成熟的报道手段，以及大量的误报和虚报，构

建了自己眼中的‘五四运动’，即欧美势力在幕后鼓动、一群暴力学生发动的排日事件”[1]，并分析了日本媒

体如此构建的原因和社会反响。日本媒体为什么会如此构建五四运动? 它和日本政局、中日外交、日美外交等

有何互动和影响? 反映了日本怎样的媒体文化和策略? 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一、粉饰的友好 

        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是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因此，我们考察日本媒体对五四运动的报

道，宜从巴黎和会开始。 

        1919 年元旦开始，日本媒体上大量刊登“中日亲善”、“合作发展”的消息和评论。首先，报纸上大量

刊登来自中国亲日派的访问或撰文，利用中国上层，直接发表“中日亲善合作”的声音。当时日本最重要的高

级报纸《朝日新闻》， 1919 年1 月1 日在第2 版开辟了“支那大总统徐世昌氏篆”的“朝日新闻众说之郛”

栏目，第1 期上即发表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钱能训的访谈《钱能训氏谈日支协作与南北妥协》，以及日本的中国

史专家内藤湖南《战后的支那问题》[2]; 3、4、5、6 版各发表中日友好性质的评论和新闻。2 日，《朝日新

闻》在2 版上发表“支那外交委员会干事”林长民的访谈《日支协调在先》。4 日，《大阪朝日新闻》刊登

“支那参议院长”梁士诒的评论《东洋经济的独立》，呼吁两国“在不伤害他国的利益的范围内，在日中两国

于亚洲特殊地位而建立的经济关系的基础上，相互帮助，建立联系”。同日的《支那特使言明》中也写到: 



“作为同文同种的国民，为了亚洲，应该共同主张发展，共同为此作出努力。”9 日再次刊登题为《对支绝对

和平主义》的评论。18 日、19 日，《大阪每日新闻》在第5 版连载中国亲日派殷汝耕的评论《支日关系新纪

元》，表达了对中日友好的期望。 

        此类报道大量出现在《朝日新闻》上，寓意深远。一战期间，《朝日新闻》得到日本政府的大笔资助和

津贴，政府希望该报能在内政外交等方面给予政府实在的支持，因此该报的报道实际上反映了政府的意愿。巴

黎和会召开前该报发表这样的文章，实际上与当时日本的对华政策、中日外交和日美外交等均有相当联系。

1918 年9 月，日本国内政局在经历了“米骚动”之后，寺内内阁下台而原敬内阁上台。原敬内阁试图调整对

内对外政策，对外政策调整以对华缓和为主。11 月11 日，外务省召开讨论对华贷款问题的首脑会议，新任驻

华公使小幡酉吉提出四条改善方案，希望以公正态度对待中国，统一对华政策。会议同意按这个方向努力[3]。

日本政府采取这一外交政策，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获取在华利益，只是手段较之前的大隈内阁和寺内内阁要温和

一些，以防激起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反感与反抗。伴随着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调整，日本媒体紧跟政治风向，在

巴黎和会召开前，常常发表对华友善的信息。日本媒体如此表现，也与中国政局有关。 

        当时中国的北京政府正由亲日的皖系军阀控制，从掌握实权的段祺瑞到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钱能训，

均属亲日派中坚分子。实际上，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为了能真正号令全国，在经济、外交等方面极度依赖日

本[4]。因此，北京政府在山东问题上根本不打算有任何要求。1918年11 月下旬，北京政府国务会议决定在巴

黎和会上提出的议和条件中并没有包括山东问题。11 月25 日，陆徵祥向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郑重声明，报纸

上所刊载的收回青岛和胶济铁路等要求“全然是议员们的希望，政府并未考虑上述诸问题”[5]。12 月9 日，

陆徵祥乘船赴欧途经日本时，拜访了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并向内田表示，“希望在此次讲和会议上，能充分的

与日本政府代表协调一致”，“现在中国报纸上说中国讲和的条件是要求无条件交还青岛，此皆为无稽之谈”

[6]。有了段祺瑞政府对山东问题的多次保证，日本内阁并不担心巴黎和会不按日本的意愿进行。因此，1919 

年伊始，在中国持续不断的反日运动中，日本媒体上出现了短暂的政府间表示友好的文章。 

        但这种“友好”是十分脆弱的，因为在中国方面，自1915 年日本逼迫北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以来，

反日声浪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媒体还在大谈中日亲善和友好，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日本媒体反应迟钝，

对深层政治动态无从把握; 二是日本媒体与政府之间有深层契合与互动，接受日本政府的暗示与吹风，报道配

合政府的政策转向和重点，替政府做宣传。考虑到《朝日新闻》的特殊地位以及日本记者俱乐部制度[7]的存

在，笔者更倾向于后者。 

        在刊登这些友好文章的同时，日本媒体并没有忽略中国各地持续发生的反日运动，“盲目排日”、“反

日”的报道也不断出现在媒体上。从数量上看，1月下旬以后日本报纸上“中国的过激派”、“排日”之类的

报道开始多起来。到“五四事件”爆发前，《大阪朝日新闻》一共有8篇这样的报道，《国民新闻》大约有5 

篇。特别是2 月10 日《大阪朝日新闻》发表《长沙的排日》后，关于中国“排日”和抵制日货方面的报道越

来越多，媒体态度也从中立客观逐渐变为以指责中国为主。2 月2 日、3 日，《大阪朝日新闻》连载关于日中

关系的评论《奈何日支亲善》( 上、下) ，声称日中亲善从来都是日本人在单方面努力，中国的表现令人失

望。2 月17日，该报再次刊出题为《没有醒悟的支那: 需要深刻反省》的评论，4月16 日又刊出《自杀的排日

倾向》，严词指责中国民众的“排日”行为。统观上述报道，我们可以看出，日本媒体表面上似乎比较客观公

正，各种信息、言论全面刊登，但从发表时机、版面语言等要素综合考量，这段时间日本媒体报道的主流还是

“中日亲善”，对中国反日运动的报道从篇幅上到数量上都不是重点，显示出日本媒体与政府方面的互动与合

作。 

二、冲突的核心:山东问题 

        山东问题是巴黎和会的焦点，日本政府对此极为重视，因为有与北京政府签订的各条约及北京政府的口

头保证，在和会开始之前，日本似乎颇有胜算。我们注意到，在1919 年元旦大量刊登中日友好报道的《大阪

朝日新闻》的14版不起眼的位置上，刊登了一则只有几十个字的消息《青岛偿还要求》，报道中国代表团的意

见。但当中国国内媒体讨论中国政府应该在和会上要求包括山东问题在内的更多主权时，中日政府都纷纷发言



澄清“谣言”。日本媒体上对中日政府的澄清均有较为详细的报道。 

        但“山东问题”还是被顾维钧等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其第一正式提出是在1919 年1 月27 日的“十人

会”上。中日关于山东问题的矛盾焦点在于，日本方面要以1915 年的“二十一条”、1918 年9 月中日换文密

约为准; 中国则认为，作为战胜国，中国应当收回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日本方面提到的两项条约，“二十

一条”的部分条款为外人所知，但1918 年9月的密约，两国政府相约不对外公布，因此从外交上说，中国政府

对日本政府负有对外保密的责任。中国代表团顾维钧等对这项密约并不知情，顾说自己是在1 月27 日的会议

上从日本代表的陈述中得知的。1 月28 日，中日代表进行辩论，美、法要求中日双方提供关于山东问题的各

项条约，顾维钧表示中国政府极愿提供，而日本代表牧野的答复是必须向本国政府请示。中日之间的各项条约

也妨害了欧美在华利益，顾此举也是想借助美国力量遏制日本在华扩张。但此举与日本和北京政府之间的约定

并不一致，2月2 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酉吉面见代理部务的北京政府外交次长陈?，表达对中国的抗议，说

“顾氏此举，是漠视日本之体面，且违反外交之惯例。兹奉本国政府之训令，嘱唤起贵国政府之注意，一面并

请以此意电知贵国代表”。北京政府的表现极为软弱，陈?答称，“大总统注意两国邦交，已嘱外交部电令该

代表等勿过于激烈。今贵使既来提及此事，本国政府当更注意”。小幡又以威胁的口吻说，“中国代表欲假借

外国之势力以压制日本，无论日本能否受此抑压，而中国代表所恃之英国势力，已不可靠。……况日本亦有相

当之体面，不能不极力维持”[8]。 

        小幡提出的抗议立刻被媒体广为报道。最先报道的是英美人士在华所办报纸，从2 月3日开始，他们站在

同情中国的立场上，纷纷发表文章谴责日本的野心。2 月5 日开始，日本报纸纷纷报道小幡的抗议，如《大阪

朝日新闻》在2 月5 日第1 版刊登大字新闻《对支警告》。但日本报纸的报道立场明显不同，它们从多个角度

论证抗议的“正当性”。同时，日本报纸也有对欧美在华报纸的诋毁，如2 月6 日《大阪朝日新闻》发表《露

骨的排日手段》一文，指责《京津泰晤士报》发表的文章《日本对北京政府的威胁和企图》乱发日本欺压中国

的议论。 

        在整个事件中，日本几大媒体关注的主题多在于: ( 1) 关于山东问题，中日之间早有约定，不在此次和会

讨论之列。《朝日新闻》在这方面报道比较客观，标题内容相对中性，《大阪每日新闻》则激进得多，常常使

用污蔑中国代表、中国民众的贬低性词语，如《牡蛎壳的还附———支那南方委员的僻根性》等。( 2) 中国代

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表现，违背国际通行外交惯例，对日本造成损害，而且顾维钧代表在和会上的言行完全是

个人行为。如2 月11 日《大阪朝日新闻》第2 版上刊登的《支那政府声明:和会对支警告问题，世上风说多属

误传》等，指出中国政府认为是顾维钧的个人行为。( 3) 中国民众受外来势力影响很大，既有苏俄的激进势力

进入中国，也有美英等国的幕后指使等。日本媒体在山东问题上态度强硬是有深刻原因的。在巴黎和会召开

前，日本政府对继续占据山东很有把握，一方面，日本不但握有日中条约和北京政府的口头保证，还有英法美

等国的支持[9]。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深知段祺瑞政府最关心的并不是山东问题，他当时最为关心的是能否获取

日本的支持，如何打击其他军阀，武力统一中国。对日本来说，继续占领山东则更有战略上的考虑。在巴黎和

会召开前的1918 年12 月2 日，日本陆相田中义一在日本外交调查委员会上说，胶济铁路“万一出现不处于帝

国的情况，这将使我们失去在山东的一切，其结果是丧失了我帝国伸张威力的动脉”[10]。而日本外相内田也

指示出席巴黎和会的牧野伸显，和会结果对日本国运影响甚为深远。因此，获取胶济铁路和在山东的特权，成

为日本当时的基本国策和在巴黎和会上关注的最重要的问题。不论如何，日本在山东问题上将全力以赴。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毫不惊讶，为什么在中国强烈反日的1918 年到1919 年间，日本媒体一方面大谈

中日亲善和友好，另一方面在山东问题上拒不反思、毫不退让，并指责中国的反日力量为“激进派”、“过激

派”、“煽动革命”，指责美国是中国反日活动的幕后策划、组织和支持者。这一切的报道组合，正体现了日

本政府的态度。 

三、全方位立体的构建:“五四事件” 

        “五四事件”爆发后，日本媒体马上给予了充分而详细的关注。由于日本媒体实行记者俱乐部制度，各

家报纸报道比较雷同，《大阪朝日新闻》为日本众多媒体的典型代表，能够代表日本媒体的态度和立场，因此



我们以这份报纸为主，仔细分析日本媒体对五四运动的报道情况。 

        从数量上看，《大阪朝日新闻》对相关事件报道的篇幅从前几个月的平均26． 5 篇猛增到223 篇，增长

8 倍还多。而6 月份达到了报道的最大量，为225 篇，从数量上看基本符合当时事态发展的情况。因为到6 

月，“五四事件”的影响已经达到全中国，反日的浪潮也最为高涨，因此，日本媒体6 月份的反应最热烈。 

        日本媒体的反应，在5 月5 ～ 8 日，6月5 ～7、10 ～ 15 日分别达到高峰，基本上在中国本土发生重大

事件的第二天、第三天，日本媒体的相关报道达到高峰，显示出日本媒体在新闻业务领域的成熟作风，这与当

时遍布中国各地的日本媒体和通讯员有密切关系。虽然在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马上封锁了消息，但还是

有大量信息通过各种渠道从天津到达上海，很快传递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同时，日本报纸在采用国际

通讯社稿件方面，也比中国有资金和技术上的优势，信息来源十分丰沛。其新闻内容的来源，除去社论和短

评，大致可以分为五种: ( 1) 在中国的特派员、通讯员提供的电报与通信; ( 2) 通讯社提供的外电; ( 3) 外务省

的新闻发布; ( 4) 归国者自身经历的访谈; ( 5) 专家的解说。 

        从内容上看，日本媒体对“五四事件”的“排日”性质的构建是相当全面的。首先，报道相当及时全

面，5月2 日，《大阪朝日新闻》即出号外《山东问题表决》，报道日本的主张在巴黎和会得到支持和实现，

并有长篇通讯《山东问题解决》详细介绍日本是如何在巴黎和会上争取山东利益的。同时，号外中也有《支那

纸的论调》一文，引述中国《新闻报》和《国民日报》关于山东问题的论述。5 月5 日，针对北京爆发的五四

运动，亦发号外《北京烧打起排日学生的暴动》( 副标题为“章公使身负重伤，曹汝霖官邸被放火”) 。在接

下来的几天里，各大报纸对中国“五四事件”均进行了大量报道，主题和倾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表1) :(略) 

        细观日本媒体对“五四事件”的报道，表面上似乎持客观主义，但言辞中已经把运动定性为“排日”学

生的一场暴动。5 月5 日《大阪朝日新闻》号外《北京烧打起》，发表题为《排日学生的暴动》、《排日学生

团体袭击支那三名士》的消息，并配发评论《支那人的盲动( 一) 、( 二) 》、《北京不稳的影响》等。随着局

势的发展，报道的重心从关注事件本身的进展，越来越倾向于“排日”的渲染。到5 月末，报道的用词也愈发

激烈，“暴行”、“暴动”越来越多地出现，渲染色彩更加浓烈，学生的行为被描绘成一种激烈而癫狂的形

象，标题也具有煽动力，如28日的《广东学生的狂态》。 

        进入6 月，报道的渲染色彩升级，《大阪朝日新闻》的主题主要覆盖两个方面: 日本人在华遇害与中国学

生的疯狂举动。6 月4 日的《广东的排日暴动》用大号字体报道了当地中国人袭击日本商店的事件，中国人被

描绘成狂热的暴徒，为日本读者制造了一种恐慌感。学生团体的形象也逐渐被恶意渲染。6 日，《上海的排日

逐渐变为恶性事件》一文的副标题强调“我国公民频频遇害”。而在同日的另一篇报道《四处谣言起》中说，

“学生团体的成员来到最繁华的街上，强迫商店关门”，并通过多处细节描写强调了当时恐慌的气氛。7 日的

报道用大号标题将学生运动称为“学生义和团”，文中称学生们分发“杀掉日本人”的标语，强行要求商店交

纳“运动费”，还郑重告诫在华日本人不要夜间外出。这一时期的用词再次升级，“猖獗”、“险恶”等词开

始多次出现。在日本媒体的报道中，狂热的中国学生已经失去理智，不仅伤害日本人，连自己也无意义地牺

牲。《亢奋的中国学生用茶碗割头部》一文中写道，学生割伤自己的头部，刺中自己的腹部，一片“鲜血淋淋

的凄惨光景”。在日本媒体看来，中国“俨然学生的天下”。 

        6 月上海罢工、罢市开始后，日本媒体将其塑造为中国新的排外运动。《京都日出新闻》6月12 日发表了

更具煽动性的报道《恶性的排外暴动》，文中写道: “支那的排日运动向各地蔓延，眼下上海的运动最为猖

獗。在当地受害的不仅是日本商人，英美烟草公司、书店工厂与其他两三家公司均遭到暴徒袭击。”6 月底，

《大阪朝日新闻》发表《新加坡发起排日暴动》、《美国士兵对日本人施暴》等报道，又进一步强调了五四运

动的严重程度。在大量的关于中国各地的反日报道中，也掺杂着中国政府对学生运动的禁令、取缔，逮捕学生

等消息，显示出自5月中旬以来日本对华施压的成果。 

        “排日”报道立场的形成至少是在年初的时候，此时大量同类报道只是同一立场的渲染、持续和进一步

发展。在日本报纸的报道中，五四运动被污蔑为“学生义和团”，报道妄图将这场运动与西方人士反感的义和



团运动联系起来。不过这个企图并没有得逞，因为很多英美人士对这场学生运动是同情的。 

        同时，欧美人再次成为攻击的对象，多篇报道均认为英美是这场运动的背后力量，这场运动是英美利用

中国排日的手段。例如5 月6 日《大阪朝日新闻》在《北京烧打事件有深层原因》一文中，用大字号的副标题

指出“他们所谓的国耻纪念日某国传教士的煽动”。7 日，该报一篇题为《排日运动》的报道中再次写道: 

“特别是像美国人参与经营的中美通讯社发表了国民自决会等排日运动机构的电报和宣言书，借此机会将上海

发起的排日运动推广到南方各地。”《国民新闻》在5 月6 日发表了有关五四运动的第一篇报道《北京突然发

起排日暴动》，并配以副标题“由外文报纸教唆”。《时事新报》和《国民新闻》甚至称5 月4 日的游行中有

30 多名欧美人参加，是这些人背后煽动了当时犹豫不决的学生。这是明显的虚假报道，日本学者分析说: “这

份北京电讯的来源可能是中江丑吉的体验谈。当时碰巧在现场，并用身体掩护章宗祥的中江把袭击者包括三个

外国人的事实用煽动性的言辞向坂西利八郎讲述。从三人到三十人，可以看出是过于添油加醋的结果。”日本

学者这样解读虚假报道背后的原因:“这也可以解读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开始的日美间的中国市场争霸战

中，关心祖国的在华日本人的愿望的显在化表现。每每有事发生时都把日中亲善挂在嘴边，实际却提不出任何

具体的有效方法的当权者，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将读者的目光引到妨碍日中亲善的人身上而不会注意到对自

己不利的方面，这一点也可以从中窥见。不管怎样，可以感觉得到，这条北京电讯包含了把五四运动的报道向

着一定方向误导的意向。”[11] 

        实际上，嫁祸欧美人士和日本政府的立场有密切联系，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和媒体互相支持，“互

动良好”。1919 年6 月16 日，日本外务大臣严厉谴责美国驻日大使莫里斯，说中国的学生运动是由美国支持

的，而且运动一定会引发普遍的“排外情绪”。本来，五四前夕在华的日本报纸就报道说运动是美国扶持的，

日本国内媒体也广泛报道说，英美特务煽动学生反日，利用运动扩大他们的市场，同时也有中国政治家们的野

心冲突和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影响。日本媒体甚至还歪曲说，“美国正在与布尔什维克结成联盟，以便把远东推

进混乱的深渊”，并号召日本制止这些活动[12]。莫里斯说，日本将此次学运的原因，归结为“除了日本侵略

以外的一切”[13]。5 月19 日，日本出版的《国民》报道说，“美军的兵营以及红十字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的房

子被从事反日宣传的中国人和美国人用作开会场所，美国公使团捐助了500 万日元作为运动的经费”。但这是

一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和污蔑，被指责的美国公使芮恩施断然否定，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没有人会不同意

中国学生的目的和理想，他们是在为民族自由和新生而战。我本人也极感同情，但我当然还是避免与运动的直

接接触，因为它纯粹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不少日本报纸却相当详细地报道了我是如何组织学生运动的。但正

如人人都知道的，学生运动完全是自发的和不可遏止的，这些指责只能使人感到好笑。”[14] 

        日本媒体之所以如此宣传，还受当时日本与欧美外交关系的影响。自西原借款发生后，日本不择手段地

执行其所谓大陆政策，已经严重影响欧美在华利益，欧美与日本争夺在华利益的矛盾也日渐突出。因此，日本

媒体如此宣传是将矛盾焦点转移到欧美方面，妄图使世人忽略日本外交的错误。当然，日本的这种宣传在很多

西方人士那里受到了抵制，但日本媒体主要的读者对象是日本国内的民众，他们深信不疑，这造成了日本民众

对中国的恶感，以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顺服与支持。由于西方社会对刚刚发生的苏俄“十月革命”的恐惧，部

分西方人士对6 月以后发生的中国商人、工人和知识阶层的联合行动开始疑惑和抵制。这种宣传也多少会发生

作用，以上海《字林西报》等为首的英文报刊，在6 月之前的报道中，对学生运动和中国表达了充分的同情和

支持，但在6 月初上海爆发大规模的罢市、罢工以后，开始转变立场，如《字林西报》在6 月9 日便称学生运

动为“骚乱”。 

        客观地说，中国亲美派有意借助美国遏制日本在华扩张，因此，日本媒体在这方面的报道也不完全是空

穴来风。关键是日本媒体的报道完全以配合日本外交和政治统治为目的，不惜捏造和欺骗，实在有失媒体的基

本立场与功能，其在二战中完全沦为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清醒而孤独的声音:日本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观点 

        在媒体铺天盖地的渲染报道中，也有一些清醒的声音，但并不是主流。东京帝国大学著名自由主义派教

授吉野作造在1919 年6 月号《新人》杂志上发表对五四运动的感想，并对运动中的“排日”现象进行了分析: 



“从前之排日运动，其目标专在日本，而未尝波及彼等所欲扑灭之祸根乃存在乎国内，故彼等之运动，为‘排

日’的排日运动，究竟于支那民众，有何等利益，殆未遑顾及。换言之，即纯粹感情的运动是也。而此次则大

不然。第一，纯然为自发的，并无何人煽动于其间，虽我国报纸载称某国之煽诱，实则毫无相干; 第二，此次

运动，具有一种确信的精神，彼等欲达此确信之目的，而所向之标点，乃未尝错误; 第三，此次运动，其结果

非单纯的排日，彼等之主眼，乃在除去国内之祸根”;“彼等所称之排日，乃排斥‘操纵彼等所敌视之支那官

僚之官僚军阀’之日本，必非对于‘赞同彼等之思想’之日本国民有所怀疑也”。可以说，吉野对五四运动的

观察已经相当具有深度，他意识到五四运动不是单纯的排日运动，而是要“除去国内之祸根”，并反对日本军

阀官僚。同时，吉野更深刻地认识到此次运动是从代表“官僚的保守思想之源泉”的北京大学开始的，而不是

从当时革命思想比较活跃的中国南方兴起，实则代表了中国民众力量的崛起，预示着中国未来新思想、新文

化、新哲学等的普遍兴起。对于中国即将到来的这种变革，日本政府应该及时调整对华政策，“历来对支政

策，虽未必为‘侵略的’、‘军国主义’的，然至少亦带有此种臭味，非根本铲除不可。吾人始终以人道主义

为基础，主共存之正道，以刷新一切对支政策”[15]。这种观点在当年11 月1 日的东京《朝日新闻》上有所反

映，当日该报发表题为《中国文化运动与中日关系前途》一文，6天后，中国《晨报》转载，并赞扬该文“持

论颇为公允，为东报所罕见者”，同意该文提出的日本“政府对华方针以后拟与中国人全体为对象，不宜宥于

一方，以与时势抗逆”。吉野还给北京大学的朋友写信，说“侵略成性的日本不但受到贵国青年的反对，也受

到我们的反对”[16]。庆应大学的福田德三撰文反对日本“短视”的外交政策，批评它实际上是受“贪婪的资

本主义的沙文主义”所指导，中国的反日运动是“这种政策的直接后果”。日本著名的综合性权威期刊《中央

公论》也在1919 年6 月号发表吉野作造的《不要谩骂北京学生团体的行动》，指责日本的官僚和军国主义的

对华政策和有害思想[17]。 

        可以看出，日本国内并不是全部同意日本媒体所持立场，但这些声音淹没在主流报纸的汹涌报道中，也

没有被日本政府所接受。 

五、强劲的配合与微弱的反思:媒体与政治、外交 

        虽然日本媒体对五四运动的报道比较偏激，但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政府并不认为

中国的形势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危急。运动开始后，日本政府采取相对沉默的态度，直到5 月16 日，日本驻上

海领事有吉还乐观地估计，这场运动可能在一两个星期至三星期间完全结束，整个对华贸易不至于发生足以忧

虑的打击。但随着事态的发展，日本政府还是表现出强硬的一面，5 月18 日起，日本公使小幡多次向北京政

府提出抗议，抗议学生的“排日”和中国媒体的“煽动”。5 月下旬，媒体开始对日本政府温和的对华政策施

加压力。媒体认为，虽然从长远看，日本需要这样相对温和的对华政策，但如果不采取行动，日本的眼前利益

必将遭受损失。 

        六三运动爆发后，日本舆论开始普遍批评政府的对华政策，鼓吹日本政府应向北京政府施压。6 月12 

日，东京《时事新报》发表《上海排日益猖獗》，称上海租界内外险象日增，“故为中外官吏计，诚宜及今以

高压手段扑灭之为宜，而为外国计，及今各令其军舰之将卒上陆，尤为上策”。16 日，《大阪每日新闻》发

表社评《支那极端主义势力下的战争物资供应》，要求原敬内阁调整对华政策，认为“若必追随列国之后，仍

标榜不干涉，使内乱坐大，此原内阁不得不郑重考虑者也”。日本的眼前利益受到巨大威胁，日本转而开始重

点维护既得利益。 

        日本媒体站在本民族私利的立场上，显示出在外交和政治上的短视，正好与当时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相

匹配，客观上推进了日本政府对华侵略和强硬立场。在其影响下，日本政府对北京政府施压越来越多。但由于

中国国内局势相当复杂，在民众的压力下，6 月10 日北京政府下令将曹、陆、章三人罢免，6月11 日徐世昌

向国会提出辞职，6 月13 日钱能训内阁垮台，北洋政府自顾不暇，一时无力按日方要求对群众运动进行大规

模的镇压。虽然日本国内媒体向政府施压，导致政府微调对华政策，但并未使日本完全放弃对华缓和的态势。

实际上，五四运动引发的大规模抵制日货运动一直持续了多年。 

        日本近代报纸诞生比较晚，从发展过程看，与政府合作关系一直存在。虽然有比较短暂的倾向于自由报



 

 

道的时代，但20 世纪开始后，就被政府压制下去，日本媒体对言论自由的争取基本上是个别行为，并没有形

成趋势和潮流。因此，日本媒体在战前对新闻自由的理解和行动并不成熟，有相对较强的依附政府传统。

1918 年，日本媒体经历了现代史上最大的言论贾祸事件———“白虹贯日”事件。这一事件之后，日本媒体

基本放弃独立立场，一步步沦为政府的喉舌，最终在军国主义体制确立时，被迅速纳入专制统治下的“战时体

制”。而事件后第二年发生在中国的五四运动，客观上促成了媒体向政府靠拢。在这起外交事件中，日本媒体

完全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进行报道、配合宣传，显示了日本媒体对政府的屈从。从更深层次上看，也反映出日本

国民性中的无条件服从的一面。 

        五四运动的另一个影响是，日本意识到要征服中国，就必须获得更多信息。因此从1920年以后，日本加

大了在中国派驻记者和建立新闻通讯机构的力度。先是日本最早在华设立的东方通讯社( 1914 年设立) ，1920 

年后改组为日本外务省在华的正式通讯机构，享受政府津贴，发稿权力和影响相当大。后来日本联合通讯社、

电报通讯社均进入中国，很多日本报纸也在中国派驻记者。日本政府还用各种手段收买中外记者，为其侵略中

国制造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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